
一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

——评《国共两党关系史》

毛　磊　　张　勇

国家社科“七五”规划重点课题《国共两党关系史》(马齐彬主

编)于1995年 1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。该书凝聚了作

者们的劳动和心血,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, 是一部研究国共关系史

的力作。与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,该书对国共关系史这一学科

的发展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史料丰富翔实。

该书写作历时近 8年,作者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史料收集

工作,一方面,搜罗了国内外(包括港台地区)在这一领域的各种已

有的文献资料;另一方面,充分运用历史当事人的专访资料以及近

年来公布的档案材料, 同时还参考了已发表的论著, 包括国外著作

中的史料。使用档案如,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、美国国务院档案;报

刊杂志如《大美晚报》、《广州邮报》、《商民运动周刊》、《五九月刊》;

著述史料如《武汉革命外纪》、《阎锡山日记》等, 都是比较新的材

料。据粗略统计,该书仅引用的各类报刊杂志就有 80余种,涉及各

类书籍著作更高达 410多种。对有些鲜为人知或其他著作未深入

论述的,该书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和分析,如黄河归故谈判、国共

北平谈判时期关于“三通”的谈判等, 使读者感到比较新鲜。因此,

就史料占有来看, 该书是目前同类著作所不及的。

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, 作者本着取精用宏的原则,对一些

问题进行论证时, 着意从过去纯粹作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。如

在分析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

时,作者对地主买办阶级是南京政权的重要支柱这一观点的论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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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泛泛地从理论到理论作定性分析,而是用精确的统计数字和

图表进行定量分析。如该书有这样的统计: 1933年无锡六个区的

乡镇长(包括副职)共 235 人, 其中地主就有 184 人, 占总数的

78. 3% ;据 1931年调查, 无锡 104个村长中, 地主占到 91. 3% ;河

南 44个区长占有的田亩, 100—300亩的有 26户,占 59. 1%, 300

亩以上的 6户,占 13. 6%。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,是我国社会科学

研究中需要大力提倡的。

(二)具有新的见解。

该书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,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。

例如对《汪陈联名宣言》的分析,作者不仅仅一般地指出了它的消

极后果, 而且详细地分析了陈独秀发表《汪陈联名宣言》的背景和

出发点,指出了它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,从而有助于客观和全面地

评价《汪陈联合宣言》。

又如,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时间与标志问题, 史学界历

来为此争论不休。一般认为: 1946年 6月全面内战的爆发标志着

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束;也有人认为;从 1946年 6月到 1947年 2

月,中共方面仍作了多次和平努力,国民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关闭

谈判的大门, 1947年 2 月, 国民党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

部撤返延安, 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,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

完全破裂。而该书作者却认为: 国民党于 1946年 6月围攻中原解

放区只是“预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破裂”; 1946 年 7月 18

日中共参政员被除名,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被

取消才是国共彻底分裂的标志,“至此,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第二

次国共合作残存的一点痕迹彻底铲除,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完全

破裂”。也许这个观点不一定为所有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,但是作

者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比较有说服力。

(三)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。

目前对国共关系史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, 但还存在许多薄弱

环节,如影响国共两党关系演变的国际环境就是一个薄弱点。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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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促成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进行重庆谈判的国际因素, 在目前

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中不是一笔带过, 就是不够全面和深刻。该书则

专列章节,从美苏两大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入手,深入揭示当

时的国际因素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。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:“美

苏两大国之间的相互妥协, 这是造成抗战后中国出现短暂和平局

面的国际条件,也是促成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国际因

素。”应当说, 这是迄今为止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中对影响重庆谈判

的国际因素所作的较为透彻的分析。该书作者类似这样一些论述,

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国共关系史的研究。

(四)在构架上力图新颖。

首先, 此书改变了以往国共关系史与革命史通史几乎等同的

写法, 而是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历史过

程,分析国共两党两次合作、两次分裂的原因。同时, 为了历史叙述

的完整性,作者特设“尾声”一部分,对 1949年以后 40多年国共关

系的历史也作了概括性的叙述。

其次,该书有别于完全按时间顺序划分章节的体例, 而采用了

分专题撰写的方式。这使人耳目一新。采用这种撰写方式是否就

一定好也不见得, 但作者独具匠心进行尝试,还是应该肯定的。

当然,该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,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方面:

(一)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阐述不够全面和充分。

在阐述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,对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

历史事件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评价,应当说是国共关系史专著

的一个基本任务, 而该书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论述却不充分。例如

八一南昌起义在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,甚至可以说

是国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里程碑。南昌起义的特殊性在于,

它一方面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,另

一方面在武装起义时仍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。详细论述这样一

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, 有助于更为深刻地了解国共两

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走上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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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的。而该书却仅在第 344页一带而过,作

为一本国共关系史的专著,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。

又如中共八七会议, 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确定了以武

装斗争反抗国民党,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。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

对国共关系政策的重大调整,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关键转

变。然而,对这样一个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事

件,该书也未进行论述。

(二)个别情节出现错讹。

总的来说,该书的史料丰富而翔实,运用也较精当, 但在某些

地方仍有疏漏之处。如书中说:叶挺独立团是这两役(指汀泗桥、贺

胜桥两役)的先锋部队, 它们突破敌军防线,为两役胜利作出了卓

越贡献,为此赢得“铁军”称号(第 193页)。众所周知,“铁军”称号

的得来固然离不开叶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,但这一称号却是赋予

第四军全军, 而不仅仅是用来称呼叶挺独立团的。这里的表述容易

让人产生误解。又如: ( 1936年) 4月初,陈济棠和李宗仁发动“两广

事变”, 公开打出“抗日反蒋”的旗帜(第 553页)。这里把两广事变

的时间搞错了,两广事变发生于 6月。

(三)按专题撰写的框架其有机联系不够紧密。

此书按专题撰写, 有利于集中笔墨系统地阐述某些问题, 使读

者更深刻地把握一些历史的关节点, 这是它的优点。但同时也必须

指出,该书按专题编排时,有些历史脉络不够清晰。例如该书设有

“宁汉对立”这一专题, 却没有对“宁汉合流”的专题论述, 显得前后

照应不周。该书的第九个大专题是“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”,其间没

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反抗斗争的具体论述,就直接到了“两种政权的

对峙”, 两个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。

尽管有上述不足, 但瑕不掩瑜,该书从总体上讲仍然是一部研

究国共两党关系史的力作, 它的出版必将把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

向前推进一步。 (作者单位: 中南财经大学政法系)

(责任编辑: 荣维木)

33


